
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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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强文化教育，
使工农干部实现“知识分子化”。 在这过程中，党既要克服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问题，又要解决师资缺乏这一现实

难题，还面临着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孰先孰后的艰难选择。 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提高了工农干

部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纠正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逐渐形成的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并为党开展干部教育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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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是全面抗战时期党内

两个重要干部群体。 他们各有特点，知识分子干部

文化水平较高，但难免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意识；工农

干部踏实肯干，在战争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可惜绝大

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 因此，中央提出要通过教育，
使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 ［１］２１４，以提高他们的文

化水平。 目前学界已有学者围绕“中共干部的养

成”进行过专题研究①，但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

化”，主要是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问题，学界则关注

不多。 为此，本文拟根据相关史料做粗浅梳理。

一、“知识分子化”的提出背景及开展

在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

阶级运动中，工农大众并非首倡者，知识分子是“首
先觉悟的成分” ［２］ ，这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普遍现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共普通党员

及骨干多是知识分子，工农党员不多，担任领导职

务、发挥重要作用、有较大影响的工农党员更少。 但

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肯定会促使首先觉悟的知

识分子走向工农大众。 因此，在仅仅建党一年之后，
党的二大就明确提出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

“群众党”的任务［３］ 。 于是，在党的二大以后，随着

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党组织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工农

党员数量逐渐增加、比例提高，工农干部数量也有所

增长。
工农干部的增长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工

农党员增加的自然结果，但也与党内对无产阶级革

命应该由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来领导的重视和强调

有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晚在党的三大时党内

就有人提出应该选举一些工人同志进入中央［４］ 。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反思失败原因时，中央明确提出

各级党组织要用“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

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 ［５］ ，以纠正党内的机会主义

倾向。 于是，党的六大以后， 共计 ２０ 余名工农党员

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 在党的地方

组织中，资料显示，１９３２ 年 １ 月，湘赣省委新引进了

１４６ 名县委、特委干部，其中“工人成份占百分之三

十一，农民占百分之五十” ［６］ ，工农干部占据绝大多

数。 另外，１９３３ 年 １１ 月，工农干部曾占湘鄂赣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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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的 ９５％以上［７］ ，说明工农干部已成为党内干部

的主体。 土地革命后，党的干部队伍损失惨重，但也

有一些工农干部幸存下来，成为全面抗战时期的工

农老干部。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央提出：“一切愿意为着

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

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 ［８］ 在这过程中，大批知识

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走向革命，并凭借知识文

化方面的优势逐渐成为各类机关中高层级的主导力

量。 与此同时，无数工农大众也加入抗战洪流，其中

一些骨干成为党的干部，成为党组织、政权组织、军
队组织、群众组织中下层级的核心。 如根据中共晋

冀豫区党委组织部给北方局的报告，１９４０ 年 ８ 月前

后，该地区党内地级干部除两名工人干部外，其余都

是知识分子干部；县级干部中知识分子干部也占

７２．１％，但在 “分级干部 ３６２ 人中， 大部分是农

民” ［９］ 。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晋冀豫区妇救会县级以上干

部大多为知识分子，而区级干部基本都是“文化水

平较低的农村妇女” ［１０］ 。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左右，陕甘

宁边区政府的县、区、乡级干部“是工农出身（主要

是农民出身）的占绝大多数” ［１１］ 。 这些在抗战时期

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在相关文献中被叫作工农新

干部［１］３３３。
工农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使“革命的无产阶级

性质和革命领导者的知识分子身份” ［１２］ 问题得到

了更好的解决，无产阶级革命更能代表群众、更能为

群众谋利益。 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党员的发展，夯实

了党的阶级基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
工农干部的涌现强化了党组织、抗日民主政权、群众

组织和工农大众的联系，实现了民族解放战争民族

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此外，工农干部作风顽强、努力

踏实，有很多知识分子干部所不具备的优点。 但是，
无论新、老工农干部，都来自社会底层，出身劳苦大

众，受教育机会很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半文盲，较
低的文化水平又使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

点和不足。
首先，科学素养一般，常识缺乏。 因为没有受过

基础教育，很多工农干部不能科学解释一些常见的

自然现象，不知晓简单的政治常识。 根据新四军某

旅进行的政治文化测验显示，“有百分之七十八以

上的同志不知道日蚀的原因是什么” ［１３］２８１，一些干

部将日蚀的原因归结为“月球与恒星见面”“月亮与

太阳碰头”“被屋子遮住”。 有人以为“美国总统是

华盛顿” ［１３］２７９。

其次，政策水平不高，执行能力较差。 因为文化

水平低，一些基层干部无法准确理解、传达和落实上

级文件精神，造成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执行时走样。
根据晋绥边区 １９４１ 年 １１ 月举行的一次村长测验反

映，一些村干部“不熟悉政策法令，只知道某些政策

法令的大概内容，而不能详细的讲解，不能领会其精

神” ［１４］ ，有工农干部将“二五减租”理解为“农民得

二，地主得五” ［１３］２７９；认为三三制是“两党合作再

加民众” “军政民” “民族民权民生” “富农中农贫

农” ［１５］ 。 在冀鲁豫边区，有些村干部看不懂法令，
不会记账，不能准确把握党的政策［１６］２７１。

再次，灵活性差，应对复杂局势能力弱。 罗瑞卿

曾指出，由于军队中的工农老干部出身于社会底层，
生长在军队、战争环境中，“工作方式与方法，喜欢

简单化，直线化”，“不善于应付与处置错综复杂的

环境和事件”；他们社会知识缺乏，人情世故生疏，
在需要他们去和社会各阶层人士接触时，会“感着

不惯和不安” ［１７］ 。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黄克诚在华中局扩

大会议的报告中也提及，军队老干部的文化程度一

般都较低，造成他们“独立工作能力弱”，习惯于在

别人的领导下进行“大兵团活动” ［１８］１４９。 中央军

委认为工农老干部存在知识不多，进步不快；简单粗

鲁，不了解复杂问题等弱点［１９］６０９。
最后，存在家长制作风。 在党组织快速发展过

程中，由于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导致他们思想认

识跟不上党组织发展的速度，不能完全胜任工作。
有的不会读党员读本［２０］４８１，有的将“铁的纪律”理
解为“犯了纪律用铁打” ［２１］２０。 由于党的教育不

够，一些工农分子在走上领导岗位后“容易忘记过

去的遭遇” ［２２］ 。 部分工农干部不善于运用民主方

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习惯于“简单从事” ［２３］ 。
“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 ［２４］ 全面抗战爆发

前后，随着民族矛盾激化、统一战线建立，重新教育

干部，使他们“了解新策略和新的工作方式” ［２５］１７４

“能够负担新形势下新的任务” ［２５］１６２成为党完成

由土地革命向全民族抗战转变、取得民族解放战争

胜利的关键。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化”作为工

农干部教育的“重要一环” 迅速展开。 早在 １９３６
年，毛泽东就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信中指出，“看书

作文”是干部发展的“基础工具”，应该将文化教育

时间增加到工农干部学员全部“学习时间（包括自

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使文化教育成为

学校 “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

一” ［２６］ 。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干部学习教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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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学习文化课消灭文盲”成为干部文化教

育、工农干部学习的首要任务［１］２２８。
至于党内何时把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和“知识

分子化”联系起来，最早应该是在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加强干部教育

的训令》中指出，华北战局已转入新阶段，“必须努

力提高现有干部 （ 工农干 部 变 为 工 农 知 识 分

子）” ［２７］ ，首次提出要把工农干部变成“工农知识

分子”。 同年 １２ 月 ６ 日，中央军委明确提出工农干

部“知识分子化”任务：“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
工农干部无论其革命历史怎样久，若不求上进不学

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 ［１］２１４

为了实现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党内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
一是抽调干部到干部学校离职学习。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中央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指出，各级党

组织必须抽调干部到所属党校及其他干部学校，到
中央、中央局或区党委所办学校学习［１］２２８。 同年，
中央军委也提出办抗大分校，抽调老干部到学校学

文化，“使工农干部智识化” ［１］２８６－２８７。
二是为工农干部专门开办各种文化学习班。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指出，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

班 或 文 化 补 习 学 校 ”， 选 派 干 部 集 中 学

习［２８］３５０－３５１。 另外，陕甘宁边区也提出，对于不识

字或文化水平过低的干部，“应分别经过各中学地

方干部训练班，干部冬训班，干部文化夜校，干部读

报通讯组” ［２９］９６学习文化。 中共冀晋区党委曾在

冀晋中学“专设一干部班”，培训文化程度较低的一

般区县级干部；在小学“附设干部班”，“训练一批有

实际工作经验和发展前途，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区村

干部，从文化上提高他们一步” ［２１］４８０。
三是建立“两小时学习”制度，通过学习小组学

习文化。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

决定》要求，针对有相当工作经验但文化水平较低

的（甚至半文盲）中级及下级工农干部，各级党组织

应“依照不同文化水平及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不同

的文化补习小组” ［２８］２４４。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中央军委

强调，如果因环境关系，“营团旅师级干部无法加入

文化班上课，则可组织文化学习小组” ［２８］３３５－３３６。
同月，中央进一步指出，在不适合开办文化补习班或

文化补习学校的地方，应该通过建立“小组学习制”
开展文化教育［２８］３５１。

二、解决学习态度问题

在推进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的过程中，党首

先遇到的困难是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问题。 工农干

部来自社会底层，由于种种原因不愿、不屑、不敢参

与文化学习，甚至有人对中央有关文化学习的号召

不理解、不认同。 为此，中央必须首先解决工农干部

思想认识问题，转变观念，然后通过严格的考试制度

和奖惩制度，调动他们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激发

他们学习的动力。
中央有关“知识分子化”的号召，得到不少工农

干部的积极响应，但也有一些同志对学文化并不热

衷，表现消极、被动。
首先，一些工农干部习惯了固有的思维和行为

方式，不愿学习文化。 工农干部来自社会底层，很少

或基本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逐渐形成、也习惯了一

些特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他们喜欢简单、直接方

式，以为可以用枪杆子、刀把子在战场上解决全部问

题，对文化学习不以为意，经常会以“学习赶不走敌

人”“我们只会打仗，不会读书” ［３０］ 等来回应党组

织的文化学习号召。
其次，一些工农干部轻视知识、知识分子，不屑

于文化学习。 知识分子不擅长体力劳动，有时不如

基层民众期待的那样能解答其生活中的疑惑，一些

工农群众就认为知识分子无能、知识无用。 再加上

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对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导致一

些工农干部对知识、知识分子产生一种轻慢心理。
面对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在党内地位的提升，一些工

农干部有不满：“你有文化，可没有工作经验，我没

有文化，但革命走在你的先头！”“再过十年不学习，
还不是一样要革命？” ［２９］２３１在党内反主观主义错误

倾向时，一些工农干部“因文化理论水平不够”，有
时会曲解反主观主义的文件［３１］ ，如认为反对主观

主义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咱是工农出身，咱没有教

条主义” ［１６］６０６。 这些工农干部如此看待知识和知

识分子，自然不会在文化学习中积极主动。
最后，一些工农干部，主要是工农新干部，担心

学习文化后会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工作，不敢学习文

化。 加入共产党、担任党的干部意味着要服从党组

织的安排，舍小家为大家。 但并不是所有的工农新

干部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与很多冲破封建家庭束

缚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干部相比，一些工农干部对

家庭的依赖、对家乡的眷念更强更深，在安土重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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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情怀下他们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因此

不愿提高文化水平，怕会到离家远的地方工作。 如

某中学地干班“约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不愿意

的。 原因是不肯离开家庭” ［２９］４７６。
针对上述状况，中央在要求各级组织加强对干

部学习领导的同时，一要反复强调知识、知识分子的

重要性，以推动工农干部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没有

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作没有知识分

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３２］ 。 二要建立严格的考

试制度。 如晋西北行署规定，县长以上干部“依照

一定题目作论文”；区长级干部“出问答题，举行笔

试”；村级干部“举行口试或划正负号之笔试” ［３３］ 。
三要将参加学习、掌握文化知识情况作为干部考核

的重要指标。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李维汉指出，党对干部

的考核，不仅要看他的工作成绩，而且还要依据他的

学习成绩［２９］２１５。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总政治部宣布，要
把知识掌握情况作为“提拔干部的指标之一” ［３４］ 。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也规定，“学习的好

坏是鉴定党员与提拔干部的主要标准之一” ［２９］２０３。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努力，工农干部的学习态度

开始发生变化，逐渐表现出“积极求进步的热情”。
如陕甘宁边区一些干部，在意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

性后，学习情绪有了很大转变。 一位赵姓同志，原本

不大愿意学习，“但后来，他下了决心去‘钻’。 到现

在，据说已经能读《新中华报》了” ［３５］６０。 某杨姓干

部，曾因学文化“和人闹了三次”，但经过耐心说服

教育，“终于使他认识到了识字的重要，自动积极地

学习起来，变成了学习文化的模范” ［２９］２３４。 在鄂豫

边一些干部的挎包里总装着几本书籍和《七七报》，
并“已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需用品” ［３６］ 。 甚至

有八路军干部战士利用伏击敌人的间隙，在团政治

委员 的 带 领 下 “ 把 《 新 阶 段 》 拿 出 来， 讨 论 一

段” ［３７］ 。

三、“知识分子化”中的师资难题

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教师是关键。 工农干部

文化水平低，自学能力差，需要在教师的帮助下实现

“知识分子化”。 工农干部数量多、分布广，没有相

当数量教师无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 为此，中央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教师数

量不够、教学质量不高的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根本

解决，于是工农干部学习时出现了文盲、半文盲彼此

“互教”“互学”的尴尬场面。
革命需要理论指导，更离不开智力支持。 革命

运动中，文化水平高、学习能力强的革命者多会成长

为中高层领导者。 而文化水平低、自学能力弱的工

农干部则多成为党组织中下层。 与此同时，文化水

平越高，学习能力，特别是自学能力越强。 反之，亦
然。 这样，一定数量、相当质量的教师，对于文化水

平低、身处中下层的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学习来说，
就显得格外重要。 李维汉曾指出，“教员和指导员”
是在职干部学习中“极关重要”的问题［２９］２１９。 中

共中央宣传部强调，中下级干部的文化学习，“专任

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的设立，是一个决定的条

件” ［１］５３４。 中宣部要求各根据地的县委和区委尽

量“有一个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 ［１］５３４；八路

军在独立营及团级单位设立“国文”教员，专门负责

所属各排以上干部的“国文”教育［１９］６５８；新四军提

出要在 师、 旅、 团 直 属 部 队 “ 专 设 干 部 文 化 教

员” ［１３］３０２。
但由于现实条件限制，如在陕甘宁边区“一百

个人里面，只有个把人识字” ［３８］ 。 因此，为了解决

师资问题，中央作出了特别要求。
一是各级领导干部、文化水平较高的党员自觉

担任。 毛泽东曾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切

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去教育那些文化水

准较低的党员” ［２５］６５７。 因此，中央特别强调各级党

组织的负责人必须亲自到党校、训练班上课，承担一

定的教学任务。 如在《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中
央就要求各党校所在地的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

“必须有计划的经常到学校作报告，能够任课的必

须担任教课” ［１］３０２。 与此同时，党内那些文化水平

较高的一般党员干部也有义务辅导文盲半文盲党员

干部的文化学习。 中宣部指出，党内有相当文化水

平的干部除了自己加强学习外，还应该“去帮助与

自己有直接工作关系的其他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学

习” ［１］５２９。 通过这种方式，既形成“干部教干部”、
文化高的教文化低的，这样互教互学的良好学习氛

围，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专任教员不足问题。
二是其他干部调任或兼任。 １９４０ 年 １ 月，中共

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指出，必须

“吸收足够的在文化上与理论知识上有相当准备的

知识 分 子 党 员， 参 加 干 部 的 自 习 和 教 育 的 工

作” ［１］２２８。 中央军委强调，要“把部队中文化教育

的重心放在干部文化教育上”：取消连队专职文化

教员，设置专职的“国文”教员，由原来的连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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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员调任，专门负责排以上干部的文化教育［２８］３３５。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要求，“文化教育基本上又是机

关指导员的责任，机关指导员应成为教员或为助理

员”。 在既无文化教员又无机关指导员时，则由“宣
传部、科的干事（支部及分区委的教育委员）”负责。
如果仍然无法做到，则各该级党委应该“指定并减

轻某一文化科学知识较高同志的工作，使其利用这

部分空闲时间担任干部文化教育工作” ［３９］２４２。
三是培养专职教员。 早在 １９３９ 年 ２ 月，八路军

总政治部就要求师、旅政治机关“立即开办教员训

练班”，训练派往营、团担任教育工作的教员［２７］ 。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级党委应该

特别重视文化教员或辅导员队伍建设，加强培训工

作，“如有可能，这种干部派出帮助某级在职干部学

完一种学科后，仍然调回继续训练，而派出另一批干

部去代替他们” ［１］５３４。 《八路军的在职干部教育》
强调，在部队的干部教育中，“延安只能（也应该）供
给极少数的理论素养较高的干部”，主要问题必须

由各部队自己想办法解决。 因此建议前方部队举办

教员训练队，“将部队中文化水平高而政治上可靠

的知识分子，轮流调训” ［３５］１４７。 事实上，在全面抗

战初期，也确实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在经过培训后

被分配到各地，特别是到部队中，“并且大部分充任

了文化教员” ［１６］６０９。
上述举措取得相当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尽

如人意的地方。 首先，领导干部工作繁忙，难以全身

心投入。 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党员由于担任重要领

导职务，工作繁忙，无法经常辅导工农干部的文化学

习，有时“把给干部上课随便委给连自己也弄不清

楚的小干事” ［２０］３６７。 其次，“小干事”们多半也担

任 许 多 工 作， “ 对 干 部 学 习 的 帮 助 缺 乏 时

间” ［３５］１４２。 最后，对专任教员的抽调还削弱了文化

教员队伍。 相对于工农干部文化教育这一事关发展

的问题，全面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面临的是

如何生存这一重大挑战。 因此党事实上不可能把全

部精力、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文化教育之中。 相反，其
他工作还经常会吸走相关资源。 如中央军委就曾指

示各部队：“对于知识分子的新干部，应当适时加以

提拔，不应长久的令其当文化教员和干事。” ［１］２１３

于是，抗战时期各地都曾反映文化教育中的师

资困难。 如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陕甘宁边区在总结在职

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时提及，区级干部的学习小组

“缺乏程度较高的教育干部” ［３５］１２６。 同年，在八路

军中，尽管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入后，“对于文化教

育工作的帮助不少”，但仍然十分缺乏教师［３５］１４３。
１９４３ 年，新四军五师在开办教导队时“专职教员人

数不够，质量也不够高” ［１３］６３－６４。 即便如西北局党

校，据称“时常在校教课者，总是只有六、七人到十

人左 右”， 且 多 数 文 化 程 度 不 高、 教 学 经 验 不

足［４０］１７４。 由于缺乏教师，在八路军中，“教文化课

的多是些小学生，间或有少数的中学生”，他们“既
缺乏革命的常识，更没有教书的经验” ［３５］１４２。

四、“识字”“学文化”和
“学理论”孰先孰后

　 　 工农干部学文化，应从识字开始，然后阅读和写

作，进而具备学习算术和自然、社会、历史常识的能

力，为政治理论学习打下基础。 但全面抗战时期，紧
张的战争形势、急切的现实需求、稀缺的教师资源

等，使工农干部教育不可能完全依照识字、提高文化

水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的顺序依次推进，各地在实

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把文化教育简化为识字，将文

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合二为一的现象。
根据前述毛泽东致抗日红军大学的信，毛泽东

认为，工农干部的文化教育主要包括识字、看书和作

文［２６］ 。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

决定》规定，在职干部的文化教育相应的课程包括

语文、史地、社会知识、自然知识等［２８］２４３。 １９４２ 年

初，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规定，文化教育的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算术、
自然、社会、政治等” ［２８］３５０。 综合相关文献，抗战时

期工农干部文化教育涵盖：识字以及在此基础上的

阅读、写作能力培养，大致相当于语文课程；算术教

育，主要是教会工农干部如何计算，目的是培养工农

干部的计算能力；常识教育，重点是学习自然、社会、
历史、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另外，在少数文献

中，民主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唱歌娱乐也被当

作文化教育的内容②。
学习文化是“知识分子化”的基础，识字是学习

文化的前提。 １９３９ 年 ６ 月，刘伯承在《目前部队工

作报告提纲》中指出，军队干部文化教育中的识字

是“取得深造政治、军事的锁钥”，干部认识一定数

量的汉字“然后学算术、自然” ［４１］ 。 当然，学习语文

不仅仅是识字，而是要以此为基础，使工农干部能

“看日常往来的条据、信件、和通信的报纸、图书”，
能“写日常应用文，如条据、信件、报告以及通讯、日
记等” ［２９］２３５。 计算是干部开展工作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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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文化教育的指示中

要求，干部要在初级课程中学会“四则到小数、分
数、百分比”，在中级课程中 “学完全算术基本知

识”，在高级课程中学习代数、平面几何［２８］３３４－３３５。
常识教育中的常识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卫生常

识、必 要 的 历 史 和 地 理 常 识、 时 事 和 政 治 常

识［２９］４８７－４８８。 １９４１ 年 ４ 月，张闻天指出，干部必须

注意增加各种具体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知识，学习历

史、地理以及各种必要的社会常识与科学常识，尤其

是中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各种常识［４２］ 。
文化教育，识字是关键。 全面抗战时期，党内在

开展工农干部文化教育时，十分重视识字并制定了

相应指标。 如《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只
有识字近 １０００，才算得上“文盲之消灭” ［１］３０４。 中

央军委提出，要通过在职干部教育使连、营老干部识

得 ２０００ 字；团、旅老干部识得 ５０００ 字［２８］２０３。 一些

地方还规定了干部每月、每天的识字量。 如陕甘宁

边区党委要求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党员每天至少认识

１ 到 ２ 个字，干部每天至少认识 ２ 到 ３ 个字［４３］ 。 新

四军五师要求“营以上干部，每天应认 ５ 个生字，连
以下干部每天认 ４ 个生字” ［１３］３０２；教导队乙组学

员，每天识字 ６ 到 ７ 个，三个月识字 ３００ 个以上。 丙

组学员每天学会 ４ 到 ５ 个，三个月学会生字 ２００ 个

以上［１３］３１０。 新四军浙东总队教导队要求学员每月

识字 ２５０ 个［４４］ 。
在执行上述规定时，尽管各地都曾强调不能单

纯追求识字量，而应该注意“字词句的统一，形音义

的统一，识写用的统一”，要做到“会念、会讲、会写、
会用” ［２１］４６４。 但由于识字更容易量化，以及快速消

灭文盲的急切心理，使工农干部在文化教育时不可

避免地出现了“把文化教育看为简单的追求识字，
硬化为政治上的标语口号” ［４５］ ，“识字只念书不讲

字义” ［４６］等现象。
全面抗战时期的工农干部教育，党内一直强调

文化教育在先、政治理论教育在后，即只有在提高文

化水平之后才进行政治理论教育。 如张闻天指出，
“文化程度不够的干部，首先应该把文化水平提高，
不要急于从事马列主义的专门研究”，否则，花费了

很多时间和精力，“所得到的却是太少” ［１９］２００－２０１。
李维汉强调，党内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很难

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因此“特别需要提高文化水

平” ［２９］２１０。 《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也指出，
“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

可能的”，因此，凡是文化水平较低，而又有必要和

可能学习的地方县级、军队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

干部，必须“先补习文化” ［２８］２５９。 为了在党内营造

良好的文化学习氛围，《解放日报》曾在社论中说，
不提高文化水平就去讨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

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质与量的关系” “两个世界的

对立” 之 类 的 理 论 问 题， “ 会 使 学 习 者 望 而 却

步” ［３５］１５９－１６０。
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紧张形势下的急迫现实需

要，党中央既在文化教育中进行着意识形态教育，也
在开展政治理论教育时附带实现文化教育目标。 如

根据西北局党校的报告，该校曾使用过一种识字课

本，共六课，分别为国家、三权统一、五权宪法、共产

主义、革命、社会等。 其中第一课的内容为：“国家

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的构成———土地、人
民和主权的集合而成的。 日本强盗要夺取我们国家

的组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文化来压迫麻

醉我们永远当奴隶。”第四课是：“共产主义是把一

切生产原料和工具归公有，人类依据高度的技术和

科学来有计划的共同发展生产，共同消灭一切人与

人的斗争及不平等组织和现象，集中全力征服自然

的大好社会。” ［４０］１６５－１６６报告认为，“实在不能把它

当作一册国语课本”，而是“一本最简单而有一些观

点尚成问题的政治课本” ［４０］１６７。 新四军浙东纵队

１９４３ 年编印的《识字读本》第三册，共有 ２０ 课，其中

开篇第一课“两步做”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一
定要分两步做”，现在的这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目
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将来“还要做第二步”，即“推
翻地主资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 ［４７］ 。 说明

编者希望在文化教育中开展政治理论教育。 另外，
很多地方都曾将领导人的著作、中央文件当作语文

教材。 如新四军四师曾以《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

命与中国共产党》为脚本，“编一个干部的文化课

本”，以“帮助干部文化水平的提高” ［４８］ 。 在整风

学习中，中共山东分局则要求文化水平低的工农干

部把整风文件“当作文化课来讲授和熟读” ［３９］２８３，
既完成整风任务又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 有些地

方甚至直接把政治课教材用作语文教材。 如新四军

五师在举办教导队时，就要求“中级班班以上干部，
最近一时期以政治一百课第二册为主要文化课

本” ［１３］３０２。

五、“知识分子化”的成效及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的工农干部文化教育，虽没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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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每一个工农干部都完成了“知识分子化”，但很

多工农干部确实是从此开始识字、读书，具备了一定

的获取和传递信息能力。 党内有关工农干部“知识

分子化”的举措，在工农干部群体中营造了看书学

习的氛围，部分工农干部还对学习产生了一些紧迫

感；提高了工农干部的工作能力，使他们对革命、对
工作“更有信心与能力” ［２８］２４２。 更为重要的是，
“知识分子化”改变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内形成的

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错误认知，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逐渐在党内成为共识。
全面抗战时期，党内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文

盲率极高。 在陕甘宁边区，根据 １９３９ 年 １０ 月的统

计，在职干部文化程度占比分别为，大学，０．２３％；高
中，０．４２％；初中，２．０７％；小学，１０．４２％；能识字看报

者，４５．６％；文盲，４１．２６％［４９］ 。 １９４２ 年，新四军五师

全师“连以上干部，文化低以至不识字的占有将近

三分之一，这一部分人，在连排干部中占 ４０％以

上” ［１３］４８。 同年，太行地区四县村干部最高学历为

“高级小学”，但仅占 ３．６％，“初级小学”学历的占

２９．６％，有 ３５％的村干部是文盲，粗通文字的半文盲

占 ３１．８％［５０］ 。 在文化教育中，这些原本“斗大的字

不识一箩筐”的干部开始识字、读书，具备了一定的

阅读和写作能力，了解了一些基本常识。 据称，陕甘

宁边区神府县，１９４０ 年时“一字不识的干部已经没

有了”，区委的主要负责人“不但识字而且能写简单

的工作报告及起草工作计划” ［３５］１２４。 同年，八路军

某团营以下干部，“平均每人认识了一千一百五十

四个字” ［５１］ 。 另据黄克诚的报告，１９４２ 年 ２ 月时，
新四军三师干部“不识字的已很少” ［１８］１５０。

工农干部来自社会底层，缺乏接受文化教育的

基本条件，长大后成了文盲半文盲，一些人还对“舞
文弄墨”存厌恶心理、抱排拒态度。 但在文化教育

中，一些干部不再以读书为苦，逐渐养成了学习习

惯。 如陕甘宁边区环县学委会第一期学习总结就指

出：“学习最大的收获是某些同志开始将学习当作

茶余饭后的‘闲事’。” ［５２］ 鄜县也认为，县委“一般

干部的学习习惯是养成了” ［５３］ 。 关于军队的情况，
１９３９ 年 ４ 月，陈毅曾批评新四军干部“缺乏学习的

精神”，“能够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的看完它，这样的

同志很少有，在办公室里，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同志拿

着书本在看” ［５４］ 。 但在 １９４４ 年，根据张云川的游

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们“或集体，或个人，或
上课，或自习，或写笔记，或开会讲演，无上无下，室
内野外，似乎象一个大学校，到处都是学习空气弥漫

着” ［５５］ 。 据秦基伟回忆，他是在工农干部文化教育

中逐渐对学文化产生了“紧迫感”，开始坚持学习，
“经我翻破的字典就有两三本” ［５６］ 。

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政策水平有待提升，难以

胜任高级领导职位，很可能长期在中下层“原地踏

步”。 但在文化教育中，文化水平提高、工作能力提

升和职务晋升的良性互动，使工农干部的活力得到

进一步激发。 根据 １９４０ 年 ５ 月的报道，延安在职工

农干部在学习中“提高了一步文化、政治水平和工

作效率，克服了一些不安心工作的现象” ［３５］３７。 一

些工农干部“学会了开便条、写信、写报告和通讯，
学会了读报”，在读报时“研究别人的经验，改进自

己的工作” ［２９］２３４。 １９４０ 年 １０ 月，《延安的在职干

部教育》提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延安在职干部中

“党的认识、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在

不同的程度上比以前提高了一步，从而工作的效能

也比以前有了进步” ［３５］１１６。 如抗大总校某同志原

本工作方式生硬，人际关系不好，现在该同志的“文
化提高很多，能看报纸，从看报联系到自己思想的改

造，工作方式和对人态度都有显著的进步” ［５７］ 。 更

有工农干部通过文化学习提高工作能力后，获得职

务升迁。 如陕甘宁边区的任姓同志文化政治水平提

高后，“被提拔到当赤水县委书记和关中分区保安

处的副处长” ［２９］２３４。
全面抗战时期，老干部和新干部、外来干部和本

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曾是中央

特别关注的、要求全党正确处理的重要问题。 就工

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而言，面对知识

分子地位的提高，一些工农干部特别是工农老干部

很不以为意。 为此，中央明确提出工农干部要信任

知识分子干部，要“坚决打破排斥智识分子的错误

倾向” ［１］２８６。 同时要求知识分子干部克服小资产

阶级倾向，主动走向工农大众，实现“工农化”；工农

干部则要学文化，消灭文盲半文盲现象、提高文化水

平，实现“知识分子化”。 中央对知识、知识分子干

部重要性的强调，大规模干部文化教育的开展，说明

中央已改变了对知识、知识分子干部的错误认知。
就一般工农干部而言，无论收获大小，在文化学习中

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观念、态度的

转变应该是必然的。
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

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５８］同样，一
个大量充斥着文盲的政党是不可能在近代中国残酷

的政党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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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教育，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挑战，但也取得了

相当的成就，并为党的干部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激发干部学习的内生动力是关键。 工农

干部努力踏实、敢于牺牲，但很多人对学文化存畏惧

心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不断强调文化学习

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和知识分子对于民族解放战争

的重要性。 经过努力，相当一部分工农干部的态度

发生明显变化，逐渐养成了学习习惯，形成了学习氛

围。 尽管当时少有干部怀疑学习教育的重要性，贪
图安逸的心理和畏难情绪并非不存在。 因此，如何

激发干部学习的内生动力，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主动

性是提升干部教育质量的关键。
其次，加强干部学习教育的组织领导是根本。

全面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之所以成效显著，与毛泽

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等直接相

关，也与中央、地方、基层建立专门机构，形成了纵向

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领导体系有因果关系。 通过

这个体系，所有工农干部都被组织起来，不学习成了

一种例外。 因此，在干部教育中，如何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细化每一级党组织、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

的责任，应该是值得继续思考的话题。
最后，强化制度执行是保证。 全面抗战时期，党

内围绕干部教育，包括工农干部文化教育，不仅制定

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而且特别注意各项制度的贯彻

落实。 中央曾指出，干部必须严格执行每日两小时

的学习制度， “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

搁”。 毛泽东曾将撰写学习笔记比喻为“紧箍咒”，
是“铁的纪律” ［５９］ 。 正是因为全党重视制度建设，
强化制度执行，重视工农干部文化教育，工农干部努

力学习文化的氛围才得以很快形成。

注释

①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②如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题为“论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发言中指出，干部教育的内容，大体

分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军事教育等。 其中，民主教育

“就是反封建的教育，就是反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封建习惯的教

育，就是使一切抗日人民及劳苦大众从封建重压之下解放出来的教

育”，是“文化教育主要的内容”。 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

汇编》第六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９７、１００ 页。

参考文献

［１］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２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５９．
［３］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８９：９０．

［４］罗章龙．椿园载记 ［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８４：２７１．

［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３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８９：４７１．
［６］《湘赣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湘赣革命根据地：上

［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１３．
［７］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 ３ 辑［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１２７．
［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０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２０．
［９］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３ 卷［Ｍ］．太原：山西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４：５５１－５５２．
［１０］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５ 卷［Ｍ］．太原：山西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８８．
［１１］梁星亮，杨洪，姚文琦．陕甘宁边区史纲［Ｍ］．西安：陕西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２：２４１．
［１２］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 Ｊ］ ．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６（４）：

２７－５０．
［１３］湖北老解放区教育史编委会．湖北老解放区教育史稿［Ｍ］．武

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４］董纯才，张腾霄，皇甫束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 ２ 卷

［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４３２．
［１５］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

资料选编：第 １０ 辑［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６２－２６３．
［１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

员会．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 ２ 辑 文献部分（中）
［Ｍ］．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７］《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红色档案：延
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　 八路军军政杂志 　 第 １ 卷 　 创刊号至

第 ４ 期［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３０２．
［１８］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北抗日根据地

［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８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０］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２ 卷［Ｍ］．太原：山西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１］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

［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２］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１９４１

年）［Ｇ］．内部资料，１９９４：１４－１５．
［２３］山西省教育史晋绥边区编写组，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史志办公室．

晋绥革命根据地教育史资料选编：１ ［ Ｇ］． 内部资料， １９８７：
１１６－１１７．

［２４］列宁全集：第 ３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５９．
［２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１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６］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４５．
［２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６ 册 ［ Ｍ］． 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１５．

［２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３ 册［Ｍ］．北京：中共中央

９３１

全面抗战时期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述论



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２ 上［Ｍ］．北京：教育

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３０］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

干部学校部分）：下册［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４９．
［３１］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

资料选编：第 ９ 辑［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５．
［３２］毛泽东文集：第 ２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３３．
［３３］晋西北各级干部举行法令测验［ 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１ － １２ － ０８

（３）．
［３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７ 册［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６１８．
［３５］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

育部分）［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６］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 ４ 辑

［Ｇ］．内部资料，１９８４：１３７．
［３７］《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第 ６ 卷

［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４８．
［３８］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１９４４

年）［Ｇ］．内部资料，１９９４：４６９．
［３９］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革命历史档案

资料选编：第 ８ 辑［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０］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１９４３

年）：１［Ｇ］．内部资料，１９９４．
［４１］国防大学科研部．刘伯承军事教育文选［Ｍ］．北京：国防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４：２１．
［４２］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第 ３ 卷［Ｍ］．北京：中共党史出

版社，１９９４：１４７．
［４３］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１９４０ 年至 １９４１ 年）［Ｇ］．内部资料，１９９４：２１．
［４４］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浙江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汇编：中册

［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２１４．
［４５］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苏中抗日根据地

［Ｍ］．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４４．
［４６］河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

［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９４．
［４７］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浙江革命根据地教育资料汇编：下册

［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５０．
［４８］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邓子恢淮北文

稿［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２２．
［４９］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３９ 年）［Ｇ］．内部资料，１９９４：３２６．
［５０］山西省档案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 ６ 卷［Ｍ］．太原：山西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３４．
［５１］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

４ 辑［Ｍ］．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３４３．
［５２］环县干部整风学习工作效能提高［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０７－０９

（２）．
［５３］鄜县第一期文件研究逐渐养成学习习惯［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０８－３１（２）．
［５４］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第 １ 辑［Ｍ］．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０８－１０９．
［５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

（１）［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９７．
［５６］秦基伟．秦基伟回忆录［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０７．
［５７］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高等教育和

干部学校部分）：上册［Ｍ］．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２７０．
［５８］毛泽东选集：第 ３ 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１１．
［５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 １９ 册 ［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２３４－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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